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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农业科技合作：一个历史个案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 (1925—1931)的考察 

张瑞胜，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作为中国官方机构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科技合作项目，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及纽约洛氏教

育基金世界教育会三方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1925—1931 年)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培育出了

高产小麦、大豆、水稻、棉花、大麦等优良作物品种，并在中国进行繁育和推广。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成

功经验主要包括有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和运行机制保障、西方先进科技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培训农业科技

人员等等。合作计划拓宽了美方自身的技术和经验，刺激了当时中国官方在作物育种领域的经费投入；对当代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及中国农业推广工作亦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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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ino-US cooper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rop plant improvement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nd Cornell University (1925—1931) 
ZHANG Rui-sheng, WANG Si-ming 

(The Institution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world-famous crop breeder, Professor H．H．Love of Cornell University was invited by Professor 
J．H．Reisner, the dean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of Nanking, to be the special-invited 
professor in 1925. University of Nanking, Cornell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established a five-year 
joint crop plant improvement project, which was also called Cornell-Nanking Story. This project had not only cultivated 
high-yield crop varieties, such as wheat, soybean, rice, cotton, barley, etc, but also trained a group of professional crop 
breeders who could continue their work after they finished the project. As the first well-organized and systematic 
exter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conducted by Chinese official institution, the crop plant improvement project had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in forming initial Chines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xtension. 
On one hand, for American scholars, they accumulated their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roject 
played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Through Sino-US cooperation, this project gained high 
attention from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stimulated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he field of crop breeding greatly. This 
projec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del of Sino-foreig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it has strong reference meaning for 
moder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 policies. 

Key words: joint crop plant improvement project;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Nanking; Cornell 
University; sino-US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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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化的不断深入，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

济因生产效率低下逐渐衰落，而西方近代农业在

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的装备下，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与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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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便开始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农业近代化

进程。 
中国近代与国外开展科技交流和推动农业科

技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穆德于 1988年组织发起的
“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据统计，1888—
1918年，美国通过志愿运动派往国外的传教士共
达 8 000多名，其中有 2 500左右派往中国，占总
数的 30%。他们包括司徒雷登、卜凯等。传教士
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也传播了一定的先进农业

科学技术。同时，许多开明的爱国人士也开始主

动吸收和传播西方的先进农学技术与知识，但初

期工作主要限于图书文献的译介和农业知识的传

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罗振玉创办的《农学

报》。《农学报》和后期的《农学丛书》、《申

报》等的文章大多是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等国

家的农书报刊的译文，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各国农

业科技水平。 
中美两国之间农业科技交流占据十分重要地

位。早期交流以教会传教士、商人和爱国士大夫

等的民间交流为主，后期逐渐成立较为正式且有

组织的交流合作项目，以研究机构、农业院校以

及两国政府为主导。合作项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便是金陵大学、康奈尔大学及纽约洛氏教育基金

世界教育会三方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The 
Cornell-Nanking Story)。这个项目作为近代中美农
业科技交流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取得了非常显著

的示范性效果，洛夫和芮思娄对此给予了较高评

价，认为“这次合作是最早的国际技术援助的模

范”，并由此引出了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学校

的一系列农业科技合作，包括中美农业技术合作

团，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合作，两国联合

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等。 
对于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作物改良合作计

划，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多有涉及却不尽完

善。在计划结束后，美国康奈尔大学马雅思教授

回国后不久就撰写了总结报告，详述合作的经过

与成就。随后 1964 年康奈尔大农学院洛夫教授和
原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思娄教授合著了《康奈

尔大学与金陵大学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也对这

一合作项目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献为深入挖掘该

项目的内容提供了美方视角的第一手资料，但由

于其所处立场不同，观点多有局限与片面。国内

关于该计划的研究可分为三类。其一，国内当时

参与计划的中方人员撰写的回忆录性质的书籍及

论文，如著名育种专家沈宗瀚教授在台湾发表的

多部作品，包括《沈宗瀚晚年文录》、《中华农

业史论集》、《沈宗瀚自述》，曾任金陵大学农

学院院长的章之汶教授的论文《三十年来之金陵

大学农学院》。其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毋庸置疑，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素

材，然而其对该计划的描述皆过于简略。其二，

近年来集大成的农业科技史著作，如《中国近代

农业科技史》、《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

《中国农业科技史》等。但由于其自身书籍类型

的特点，对此项目描述也是一笔带过。其三，随

着中美关系的日益重要，许多学者开始对中美近

代农业科技交流领域加大研究力度，其中主要论

著有王思明的《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

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等，曹幸穗的《我国

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以及沈志忠的《近代中美

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这类研究文献很有

参考价值，但受制于各方面因素，并没有对该计

划进行细致、独立、翔实的个案研究。笔者试图

结合前人资料，详细剖析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

的合作机制、效果、经验，以为当今国际农业科

技交流合作提供借鉴。 

一、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及其效果 

1919 年，华北大旱，受灾面积巨大，灾民人
数激增,美国各界纷纷捐款赈灾。1922 年，金陵大
学农林科长芮思娄教授得知美国赈灾捐款尚余百

万美元，便赴美请求委员会将余款用于华北农林

改良事宜。芮思娄教授是世界著名的作物育种专

家、康奈尔大学洛夫教授的学生，遂与之商议粮

食作物改良合作事宜。1925 年，芮思娄教授聘请
洛夫教授担任金陵大学特约教授，随后金陵大学

与康奈尔大学及纽约洛氏教育基金世界教育会三

方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 
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是中国官方机构第一次有

组织有体系有规模的对外交流科技合作。它通过

合适的方法组织并执行一项综合的作物改良计

划，包括中国东部、中部、北部饥荒地区的主食

作物如小麦、大麦、水稻等品种，并及时将优良

品种进行推广。在中美两国改良人员的齐心努力

下，培育出了一批高产的水稻、小麦、大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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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棉花、大麦等优良作物品种，并向农民分

发。在当时粮食恐慌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作物改

良合作计划以科学方法改良品种增进民食，颇著

成效。[1]4 
金陵大学稻作育种发韧于 1924 年，最初仅有

品种比较试验，以后亦采用洛夫教授的穗行纯系

育种法并育成改良水稻新品种“金大 1386 号”。
在南京实施的对水稻的选育工作成果突出。培育

出的多个品种比农家优良品种产量高出 14.6%至
29.6%。改良水稻品种有“金大 909 号”、“金大
946 号”及“金大 1386 号”，特别是“金大 1386
号”水稻平均亩产达 300 斤左右,超出团稻白每亩
107.4斤。① 

在小麦品种培育方面，1925 年沈宗翰选取单
穗小麦开展选育良种工作，1934 年育成纯系新品
种“金大 2905号”。通过与“金大 26号”的产量
进行对比，“金大 2905 号”小麦五年间的平均产
量是 30蒲式耳每英亩，超过“金大 26号”平均 6
蒲式耳每英亩，约 25%。[2]29鉴于“金大 26 号”
已经比普通农家品种高产 7%，所以在同等的生长
条件下，金大“小麦 2905 号”比普通品种高产
32%。同时该品种抗倒伏，成熟早，具有很强的抗
锈病性，在长江流域获得大面积推广。在计划结

束后也一直是作为当时中国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

最大的一个品种。在开封，农业合作推广站也培

育出了高质量的新品种“金大开封 124 号”。该
品种比其对比品种的产量高出 12.4%。在南宿州，
农业合作推广站培育出了新品种“南宿州 61
号”。通过将该品种与从美国进口并且在南宿州

地区生长良好的品种“南宿州 6 号”进行长达七
年的对比，发现其产量比“南宿州 6 号”增加了
11.75%。并且经过三年的对比发现其产量较普通
农家品种平均高出 27.83%。 
南京试验站的大豆选种工作始于 1924 年，当

时金陵大学的育种人员王绥对比金陵大学试验田

和附近农田里的不同品种大豆后，发现“金大大

豆 332 号”的品种统计数据非常抢眼。随后五年
的测试数据表明，平均产量比对比品种高出 5.46
蒲式耳/英亩，平均增产达 44.68%。[2]29而在“金

大大豆 332 号”与普通农家的两个品种的对比
中，结果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增产 83.1%和 90.9%。 

 对高粱的选育工作主要是在南宿州农业合作
站实施的。魏庚教授和时任金大农艺系主任的郝

钦铭教授亲自赴绥远、济南、保定等地调研本地

高粱与外国品种的特性。经过四年的测试发现，

在同样的试验田内，这些新品种产量比普通农家

品种的增幅在 28%至 48%之间。其中有两个优良
品种产量增幅达到了 47%至 48%。 

棉花的改良工作是郭仁风从中国棉花品种的

选育开始的。他选育了大量的棉花品种，从产量

和棉绒质量这两个方面来说，其中“百万华棉”

品种远超其他品种。经过试纺试验鉴定“百万华

棉”的质量等同于美国棉花。该品种被当时的棉

农广泛接受，并视其是他们所世代种植品种的完

美改良。随后，棉的培育工作被纳入到作物改良

合作计划的范畴内，棉的品种试验开始在中国北

方进行。经数年改良与试验结果，一些棉花品种

在试验中成果突出。“脱字棉”宜于黄河流域，

“斯字 4 号棉”在北京地区和河北地区种植更为
普遍，“爱字棉”宜于长江流域，“百万华棉”

宜于江浙沿海一带，纱厂购买以上三种棉花，出

价较普通棉多五六元，可见其品质之佳。[3] 
大麦的选育工作虽不是该计划的重点作物品

种，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其选育工作主要在南

京、南宿州、开封三个试验场开展。在南京试验

场大麦的选育工作并不顺利。从 1925 到 1928 年
间，金陵大学的王绥试验了多个品种的大麦，包

括来自得克萨斯和威斯康辛的美国大麦品种，但

并没有发现其对比农家品种有足够优势。然而在

大麦的育种过程中，王绥却深入进行了基因研

究，特别是对麦芒性状的观测。虽然王绥最终并

没有找到合适的大麦品种，但他发现了当时欧美

发达国家都未知的新麦芒，可以说是作物改良计

划的另一种贡献。开封农业合作推广站试验人员

则培育出了一个大麦新品种“开封 313 号”。当
年试验发现该品种比其对比品种平均产量高出

7.27%，比普通农家品种产量高出 21.28%。而随后
到 1938 年经过数年的改良，该品种的产量达到了
133斤/谷堆，实际上超过对照品种 44.9%，超过普
通农家品种 82.7%，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期。① 

除了培育出优良品种外，作物改良合作计划

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对良种进行推广，使农民在不

明显改变耕作方式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产量。事

实上，除非良种被种植者接受并且保持其纯正，

否则在培育良种阶段所做努力都是白费。这是整

个计划中最困难的一部分，而在作物改良合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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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都得以实现。随着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扩

展，该良种繁育以及分配的计划也随之推进，甚

至是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棉花、小麦、玉米良

种继续在不断通过各地农业试验场推广站大量向

农民分发，很多农民从良种计划中受益。[1]2-3 

二、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主要经验 

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开始之前，国人也对西

方的一些农书进行了译介，并创办了一系列的农

事试验场、农务学堂、农学会以及农业公司，但

总体来说这一系列的中外科技交流都是民间的、

零散的引进传播。翻译的农书多数不适合中国国

情，聘请的外国教师授课也是生搬硬套不了解实

际情况，对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作用不大。作

物改良合作计划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且成效卓

著，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功经验。 
1．有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和运行机制保障 
当时，金陵大学是在华注册的第一所美国教

会捐款设立的大学，同时又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

立案并获得国际认可，因而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中

美农业科技交流中自然处于国内大学中的优先地

位。而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也是久负盛名。早在辛

亥革命后，金邦正、秉志、邹树文、邹秉文、过

探先、谢家声、钱天鹤、凌道扬、穆藕初等人先

后自康奈尔大学农科学成回国。[4]这些农林科教事

业的先行者无疑确定了康奈尔大学在当时国内农

业科技领域的绝对影响力。金陵大学早在创立之

初即与康奈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并被康奈尔大学

认可其颁发的学位。金陵大学农学院与康奈尔大

学农学院合作交流的渊源始于 1914 年芮思娄教授
自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来到金陵大学教授农业

课程。1916 年前任金陵大学农科科长裴义礼辞职
返美，芮氏继任为科长。在其任职期间，他聘请

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邹树文、邹

秉文、谢家声等人来校任教，努力打造一个研究

中国农业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农学院。[5]1281920 年
美籍棉作物专家郭仁风应邀来到金陵大学任棉作

物改良部主任，后于 1924 年任金陵大学农业推广
部主任。1921 年康奈尔大学农科毕业的农业经济
学家卜凯教授任职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这一系

列前期的两校人员间的频繁流动为两校正式合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合作方还建立了相关机制确保合作计

划能有效运行。合作计划约定从 1925 至 1931 年
间，每年 4月至 9月从康奈尔大学的作物育种系选
派一位教授来南京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实施作

物育种改良，金陵大学负责提供研究设备和试验

场，由世界教育会津贴康奈尔大学教授旅费。一

方面康奈尔大学教授可以因地制宜切实地指导合

作，另一方面在他回到康奈尔大学以后，也有足

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和下一任访问教授讨论研究这

个计划。合作期间，除因政治和战争因素 1927 年
被部分打断、1928 年全年暂停外，其它年份均有
康奈尔大学教授来华进行指导。其中洛夫、马雅

思、魏庚三位教授分别来华两次，在小粒谷类作

物、生物统计学、天然授粉谷物、饲料谷物、蔬

菜等领域进行了相关指导。作物品种改良是当时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中心工作，其经费由美国捐助

华北赈灾余款内支付，每年约四万银元，为金陵

大学最大的研究经费，以改良品种增加华北小

麦、大麦、高粱、小米、黄豆、水稻等粮食产

量，而以小麦高粱为主。[5]137 

2．西方先进科技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 
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中，康奈尔大学教授不遗

余力地为中方传授先进科技理论，并注意和中国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 
1925 年 4 月洛夫教授来华后，他提出了标准

化的作物改良方法并准备了两份详细的备忘录交

予各试验站(场)。一是对于选种测试的通用建议，
二是秆行法。这些具体指导意见被译成中文并被

广泛采纳。这是在中国作物改良工作中首次采用

标准化的方法。洛夫教授还十分重视育种方法的

科学化，认为以中国重要农作物而论，在同一范

围内，如能科学运用改良方法，以谋品种之改

进，则其产量品质必大有进步。[6]392洛夫教授提出

的穗行纯系育种法为：单株选择(第一年)—单行试
验(第二年)—二行试验(第三年)—五行试验(第四
年)—十行试验(第五年)—高级试验(第六年)—繁殖
推广(第七年)。这种方法在国内各地试验场获得显
著成效，由此得到广泛应用并推广。[7]47这在当时

中国粗放的农业科技领域无疑是新的起点。魏庚

教授强调在育种过程中，作物分类学对于作物改

良计划的系统性有重要意义。美国、英国、德

国、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曾因未有作物品种分类

而常常一种作物有数种名称或数品种冒用同一名

称的现象，使得作物育种的科研和推广深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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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作物栽培历史悠久，分

布尤广，加之从来无人整理分类，因此进行作物

分类研究并予以应用尤为重要。[8]魏庚教授等人在

金陵大学开设了作物分类学等课程，为作物改良

合作计划的系统开展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支持。 
       计划中，洛夫教授强调，输入美种固为改良小
麦之一道，然在输入之初，必须做小规模之种

植，以为试验。[9]力图促成金陵大学联合各地试验

场推广站为引进外国品种进行科学试验，以检验

其是否真正符合中国的土壤气候及本土种植习

惯。魏庚教授同样十分强调品种选育过程中精确

比较试验的重要性。所谓精确比较试验者，即试

验区域依气候土壤之差异而定。试验地之土壤须

能代表区域，旱地及灌溉地均须试验，试验方法

尤须根据科学原理。[10]计划重组了金陵大学的作

物育种工作，与 13 个私人或官方的农业试验站建
立了合作关系，使其合作试验站相互联络并进行

有系统有规划的合作试验。各场先以小麦为冬季

育种试验品，此外按照各地情形在高粱大豆粟及

玉蜀黍中任选主要作物一种，副作物一二种。育

种程序系先向农田采选多量单穗而分种之，择一

优良纯粹之品种为标准品种，以资比较标准。[1]3

在合作计划期间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试验场点也在

不断扩大增多，至 1931 年左右，可提供试验数据
的共有院属试验场 4 处以及其他合作单位的 13 个
农业试验场。②为了提高试验站选种工作的效率，

洛夫教授要求：“各个试验站应该一起合作而不

是单独行动，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作物，选择测

试各种作物应该用相同的方案，这样各站的试验

结果才具有可对比性。改良工作应该和作物的抗

病性研究紧密相结合。”[2]16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改

变了当时农业作物种植业盲目引进外国品种混乱

种植因而损失较多的现象。 
在康奈尔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各个试验站测试

的农作物总量大幅增加，品种丰富，测试方法也逐

渐专业化。在 1927至 1928年间，只有 8个试验站
总计试验 46 229株作物。而 1929年到 1930年间,
试验站数量从 8 个增加到 13 个，总计测试作物数
量也增加到 96 799 株，达到前者的两倍之多。①而

测试的农作物品种包括小麦、水稻、大豆、大麦、

玉米、棉花、高粱、粟，共计八大类。测试作物的

方法包括秆行试验、穗行试验、遗传研究等，足以

体现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快速推进。 

3．多途径开展农业科技人员培训 
事实证明人员培训是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成功

的重要经验。在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还没有访华

前，计划就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接受良好训练

并且能够独立工作的专业人员在康奈尔大学的代

表们离开后来继续这个计划，那培育良种便没有

任何意义。”[2]40作物改良计划训练了一大批中国

本土的农业科技人员，教会他们该计划的原理、

方法、应用以及组织，使其在该计划正式结束后

能够继续独立进行科研调查。 

在合作计划开始后，金陵大学农林科早期师

生包括沈宗瀚、王绥、郝钦铭、沈寿铨、常得仁

等就参与了作物合作项目并赴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学习进修。回到金陵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后，

他们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与康奈尔大学教授

们的联系沟通，出国再深造，继续攻读相关农业

领域的研究生以接受系统的农业科技知识。这其

中最突出的便是沈宗翰教授。沈宗翰当年硕士毕业

于佐治亚大学并在 1924 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植物
育种与遗传学的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来华

以后，他们发现迫切需要中国留学生回来帮助他们

开展在华的工作，通过向世界教育会申请，同意资

助沈宗翰来回的差旅费，于是沈宗翰在康奈尔大学

读博期间便加入合作计划并跟随马雅思教授来华从

事选种工作。沈宗翰教授 1927 年从康奈尔大学博
士毕业即回到金陵大学农学院教书并继续作物改良

合作计划。其突出成就即为改良“金大 2905 号”
小麦，自民国十四年选穗到民国二十二年决定推

广，历经八年时间。[5]140沈宗翰教授在南京太平门

外金陵大学农场经过八年科学选种、田间试验，并

在南京、南宿州等试验场试验了 537个外国小麦品
种与之进行比较，终于在 1933 年夏决定“金大
2905 号”小麦为推广品种。这是当时中国以纯系
选种方法育成的最优越的第一个新品种。马雅思教

授在计划结束后编写的最终报告中曾这样描述：

“如果没有沈先生的帮助，这项计划是不完整的。

他对中国的知识以及与教育领导人的熟识使我们的

工作更顺利的开展。”[11]13 

另外，选拔各地优秀农业教师及试验场工作

人员参与一系列暑期研讨班培训也确保了计划的

顺利实施。洛夫教授对人员的选拔十分重视，要

求第一须有服务心，第二须对农业发生兴趣，第

三须富有农业经验，及略知当地作物生长习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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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方法等等。[12]而严格的选拔之下，每次由各

地前来参加作物改良讨论会的会员竟有九十余位

之多，可见当时大家对农业研究的热忱与重视。

计划期间一共举行了四次暑期研讨班，每次持续

约三周，开展学院内正式学术演讲、试验田观

测、非正式学术讨论和会议等各类形式的活动。

主要涉及作物育种、遗传学、植物病理学等领

域。研讨班共计包括五门课程：洛夫第一次来华

时开设的试验方法论课程；沈宗瀚教授的初级作

物育种课程；植物病理学部教授的植物疾病课

程；马雅思教授的高级作物育种课程；洛夫第二

次来华时教授的生物统计学课程。马雅思教授在

1931 年谈及研讨班的目的是“谋增进工作之效
率，规定试验方法，交换试验材料，及增进各人

研究之兴趣。”[13]他还概述了良种繁育以及分配

的计划。他认为同一时间将大量的新品种投入繁

育和分配既不可行也没有必要。他建议与其把少

量的良种分配到广大的地区，还不如在一开始时

就选定特定地区，选定那些有与良种计划合作愿

望的地区。如果良种充足，就把大量的良种分配

给当地农民。然后在种植结果令人满意的情况

下，计划就可以扩展到最先分配地周围的一定范

围内继续推广，直至几乎整个地区都种植新品种

作物。通过研讨班的学习，一方面给予那些未有

任何专业科学训练的中国同事们提供遗传学、植

物育种等相关科目的强化课程，帮助他们补充学

术理论知识以指导实际作物改良工作；另一方面

把合作试验站的同事们聚集到一起讨论各个试验

站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并给出解决

措施。据统计，康奈尔大学与金陵大学正式合作

接近尾声时，超过 125 人从原先没有任何经验到
训练成为能够独立完成作物改良试验的专业人

员。[11]42通过计划中正式和非正式的训练，金陵大

学农学院的专业作物育种人员和师资队伍在当时

的中国遥遥领先。 
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们完成了在中国的任务以

后，作物改良的工作仍然继续扩展。对农业科技

人员的训练确保了作物改良计划的系统性延续。

计划正式结束七年后，在中国一直遭受战乱的同

时，作物改良工作却仍然在前所未有地扩大规

模。总计改良培育出了小麦、棉花、水稻、大

豆、高粱、大麦、玉米等 35种作物品种，其中 25
种已经分发配给农民，甚至有些已经种植了相当

大的面积。如果没有大量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育种

人员后续实地培育推广，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实

现的。 

三、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影响与启示 

计划对双方后续工作有深远的影响。在后来

的回忆录当中，康奈尔大学教授一致认为他们在

中国的工作也拓宽了他们自身的技术和经验。前

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梅尔斯教授曾在信中称赞

道：“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作物改良合作计

划的成功是我们后来在洛斯巴尼奥斯与菲律宾大

学农学院开展更为综合的类似合作计划的重要原

因。我深信这个计划对于加强菲律宾的农业和经

济是十分有益的，同样对于它对康奈尔大学、对

农学院的利益，我也是一样自信。”[2]47同时，康

奈尔大学教授们在农业教育、管理、科研等方面

的先进方法对金陵大学其他院系也有积极的附带

影响。中美合作进行作物改良引起了民国政府的

高度关注，大大刺激了官方在作物育种领域的工

作投入。随着作物改良合作计划的推动，不仅金

陵大学作物改良工作持续推广并日益正规化，还

有包括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一批院

校的作物改良工作迅速扩张展开。同时民国政府

在 1931 年计划结束后设立中央农业试验所，通过
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服务继续提高农作物产量。

而后来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也一度邀请洛夫教

授作为顾问负责作物改良事宜。在抗日战争期

间，南京的试验站和一些合作站仍继续生产良种

供应本地的分配。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农林部

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合作、两国联合成立中国农

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等一系列官方组织的中美农业

科技交流活动相继开展，有力促进了中国农业现

代化进程。 

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对当代国际农业科技合作

和中国农业推广工作亦有重要启示。在当时，

“技术援助”这样的官方模式还并未出现，从现

在的观点来看至少包括：有良好的出发点并且可

以达成互惠共赢的动态平衡；依据最迫切的国家

需求建立一项可行的计划，并且技术知识转移地

主国；贮备训练有素的本国人员，在外国专家撤

离后，确保工作继续推进。这样看来用“技术援

助”来形容这个计划是合适的。中美双方教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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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参与进行作物改良合作，付出很少的经费(大部
分经费由纽约洛氏教育基金提供)却拥有这样丰富
的成果，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创造了中外科技合作

的典范。通过聘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有针对性

地公派留学生等方式将先进科技带进国门，从而

引进近代先进的农业育种科技。更值得一提的是

改良合作计划制定了一系列作物改良科技管理的

政策体系。现代大多数科技交流引进多限于引进

人才、品种、先进科技等，皆属于生产力范畴，

但当今国内更缺乏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要

提高科技水平，必须实现科学技术引进和政策管

理体制创新双管齐下，两者都不能偏废。 
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在中国首次系统性地运用

近代科学体系改造农业，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从

事良种选育和对新的耕作方式试验研究，然后择

优向农民推广，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科研

试验、推广结合的农业推广体系。在康奈尔大学

教授的指导下，金陵大学和各地农业试验站效仿

美国特别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推广

相辅相成的经验，金陵大学提供选育新种、试验

方法、繁殖新种、人员培训，试验站负责品种具

体试验及数据采集及部分作物的推广工作，在选

育作物品种过程中训练专业育种人员。各中心试

验场欲将优良结果推广于农民，必须推广人员作

示范工作，及指导农民解决问题，推广范围可以

县为单位，较小之县可以二三合并，推广人员在

各县工作，必须与中心试验场时常联络，以便及

时对优良品种进行推广。[6]394在作物改良合作计划

的引导和启迪下，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

近代中国农业推广体系初具雏形。 
1925—1931 年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不仅增

强了中国经济实力，提高了粮食作物产量，改善

了人民生活，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科技人

才，同时也为后来中美两国一系列农业科技合作

奠定了基础。合作计划也成为二战后杜鲁门总统

开创的“技术援助项目”的蓝本，在 1949 年的就
职演说中，他概述的“第四点计划”高度评价该

合作是“一项能够援助贫困地区的科技进步和工

业发展的项目”。[15] 

注 释： 

① 数据来自 The Cornell-Nanking Story。 

② 参与合作计划的 13 个农业试验场包括：安徽省立农业

试验站(安庆)、华中师范学院(武昌)、中央大学农学院

(南京)、杰斐逊学院(唐山)、开封浸会学校(开封)、江

苏省立第二农事试验场(徐州府)、南宿州长老会农事部

(南宿州)、山西铭贤学校农事部(太谷)、山东农工学校

(峄县)、圣保罗加拿大教会医院(归德，现名商丘)、沧

州伦敦教会试验场(沧州)、潍县美国长老会宝业中学农

事部(潍坊)、燕京大学农业试验站(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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